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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苏轼诗之所以能够出唐人之右，为宋诗开创新的格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佛教

经典的涵濡。选择题画诗这一“美学共同体”作为切入点，梳理苏轼佛禅题画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苏轼

习佛的因缘、路径，经典阅读情况，进而体认和阐述苏轼佛禅题画诗中所呈露的禅意、禅理、禅趣，在通观苏

轼的文艺思想的基础上，重点阐释其题画诗创作的四个理论命题：虚静观、物化观、无住观以及空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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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诗画艺术，继续沿着中晚唐以来的禅化路径演进着，并且在创作和理论批评两方面齐头
并进，促进了在禅学濡染、禅风拂动下诗、画艺术精神与美学风格的转型，出现了以诗画为代表的禅宗美
学的成熟与炽盛。对此，李泽厚曾指出：“禅宗从中晚唐到北宋益流行，宗派众多，公案精致，完全战胜了
其他佛教派别。……禅宗喻诗，当时已是风会时髦；以禅说画（山水画），也绝不会待明末董其昌的‘画禅
室’才存在。他们早就有内在联系了，他们构成了中国山水画发展成熟的思想条件。”［１］这个论述中所提
到的禅、诗、画，这三者在诗画创作和理论批评这个特定的语境中，在内在精神和思维路径上有紧密的联
系，在美学精神上处于同一链条之中，构成了禅宗美学这一艺术精神共同体。无论是以禅喻诗，还是以
禅说画，都有一个从孕育阶段到成熟和风气化的过程，这个成熟和风气化的时期就在晚唐和北宋，而尤
以北宋为标识。北宋文人诗客雅好以禅喻诗，对于宋诗品格的塑造所产生的影响及所形成的诗学精义
俱不容低估。不但如此，以禅喻诗风气还向当时的画坛扩散和滃染，亦使以禅喻画成为一时之风气。
在以禅喻诗和以禅喻画两个方面，苏轼都独树一帜，而这又在他的题画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东坡

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象，有为无声之语。”［２］苏轼题画诗受佛学涵濡具有文本事
实，苏轼题画诗和他的与之相涉的其他诗文之制，共同参与了北宋禅宗诗学的建构，也是北宋禅宗诗学所
结出的丰硕之果。本文选择苏轼题画诗进行考察，通过梳理苏轼题画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苏轼习佛的
因缘和路径、苏轼阅读佛禅典籍情况，揭示苏轼题画诗与佛禅之间的因缘关系，阐发苏轼佛禅题画诗中蕴
涵的禅意、禅理、禅趣，并且在此基础上整体通观苏轼的文艺思想，选择苏轼题画诗创作中的虚静观、物化
观、无住观、空幻观四个理论问题进行深度阐释。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苏轼佛禅题画诗的文化成因

话题需要从苏轼与佛教的因缘关系说起。苏轼题画诗美学趣味的形成与他的家庭环境、学佛过程、
仕宦沉浮、僧俗交游等密切关联。苏轼在幼年时就受到佛教浸染，对他后来文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潜移
默化作用。苏轼的出生地眉山自唐以来便盛行佛教，眉山西南一百余里处是佛教名山峨眉山，佛教圣物
“莲华”也是眉山代表风物。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部官版的汉文《大藏经》，所谓的“蜀版”和
“开宝藏”也梓刻于川。同时，苏轼的父亲苏洵、母亲程氏与佛教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洵的思想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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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儒学为核心，但他与佛僧交往密切，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都留有受佛禅影响的痕迹。苏辙在《赠
福景顺长老二首》中讲到：“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遣居高
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３］苏洵也
曾带着苏轼、苏辙两兄弟游览佛教圣地。《中和胜相院记》载，苏洵父子三人一同前往成都，在一次大慈
寺中和胜相院的造访中，苏轼兄弟在父亲的带领下结识了惟度、惟简两兄弟，并且成为日后的好
友［４］３８４－３８５。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苏轼初次接触到佛僧就是这一次。苏洵也与净因怀琏禅师有过交
往，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净因怀琏禅师曾以阎立本的画赠予苏洵，苏洵为此画作《水官诗》。苏轼在《次韵水
官诗（并引）》［５］８６的引中对此事有记载：“净因大觉怀琏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之以诗，谓
轼，汝亦作。轼顿首再拜次韵，仍录二诗为一卷献之。”这是苏轼的第一首禅诗，也是第一首题画诗，意义
甚为重要。纵览苏轼的一生，其与佛教产生因缘就是在家学影响下，通过对佛寺画像的感性认知，进而
步入佛经阅读，而我们研究苏轼的佛禅题画诗，则更能从中体会到他诗画美学情趣中的一些最为鲜活的成
分。苏轼母亲程氏出生在佛教氛围浓厚的家庭里，苏轼在《十八大阿罗汉颂》［６］１４７、《真相院释迦舍利塔
铭》［６］１２２中有关于他的父母及外祖父与佛禅交往的记录。由《思无邪斋铭》［６］１０８及《与子由弟十五首》［６］６０可
知，苏辙也经常与苏轼讨论佛法。比如，有一次子由过生日，苏轼以檀香观音像为寿，并作《子由生日以
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此心实与香俱焄，闻思大士已应闻。”［５］２０１５此外，苏轼的妻子王
润之、侍妾王朝云也都是佛教徒，在苏轼的诗文《阿弥陀佛赞》［６］２６１、《朝云墓志铭》［６］４７１中都有陈述。

学界通过考察苏轼与佛僧的交往，认为东坡禅属于云门和临济法脉。孙昌武先生在《苏轼与佛教》
一文中详尽考辨了苏轼与僧人的交往。陈中浙在《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一书中从艺术史的角度梳理了
苏轼与佛僧的交游往来，认为苏轼与禅宗、净土宗佛僧均有密切往来，其中频繁往来者有怀琏大觉禅师
及其弟子、道潜、佛印、惟简等，均对苏轼产生较大影响［７］。苏轼与众多佛僧的交往不仅仅局限在佛经学
理的探讨，书画交流、题画诗互赠更是长情之事，尤其是“乌台诗案”之后，友人渐有疏离，亲人戚戚，而方
外人士则给予他更多生活中的关怀和人生的开悟，使他在遭受厄运打击时生命意识和精神境界实现了
一次真正的超越。苏轼平生阅读了大量的佛典，他虽然不专攻佛禅义理，但却是佛禅精神的实践者。苏
轼与佛僧交游所产生的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度的，因此就苏轼这一方来讲，在他与一些诗僧、
画僧唱和的题画诗中，较为充分地显示出他禅学化的一面，有的甚至写成了偈诗，而道潜、佛印等僧人与
苏轼的唱和之作则显示出了他们文学化的一面。《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８］是苏轼具有代表性的
一首词，从题目可以看出，这首词是苏轼初到黄州在定慧院居住时创作的。定慧院，应该是定慧寺中的
一个禅院，在今天湖北省黄冈市东南，系苏轼贬谪黄州时寓居的地方，在这里苏轼在人生遭受毁灭性打
击后进行了深入思考，对生命意义获得了哲学层面的超越性领悟，应该说这其中不乏来自佛禅的启迪，
因此黄州可视为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精神文化地标。苏轼所生活的北宋，佛禅寺院对于士人而言具有
多重功能，有学者对苏轼诗词散文进行分析，得出北宋寺院具有以下的功用：馆舍、诗歌传播的媒介（题
壁）、浴室、画院或者优秀艺术作品陈列室、精神皈依的宗教场所、大型聚会的场所、山水旅游胜地、考场、

医疗疾病场所［９］。由此可知，佛教寺院对于苏轼而言具有广泛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功能，成为他生
活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需要排遣人生的不适意之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佛禅在精神层面对他产生影响
并诉诸笔端，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苏轼读的佛经较为驳杂，但对其诗风影响较大的当属《维摩诘经》《华严经》《楞严经》《维摩经》《圆觉

经》《金刚经》等，而其中文笔流畅、词语赡博、事理圆融的《华严经》对苏诗博辩的说理艺术影响尤深。近
年来的研究中，有学者对苏轼阅读佛禅典籍并进而影响到他诗歌创作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如梁
银林就撰写系列文章，阐述了佛教经典对苏轼的影响①，以及在不同时期苏轼对佛教经典的不同取舍。

又如萧丽华在《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中［１０］，将苏轼佛禅诗歌、诗论与佛典一
一进行比勘，揭示了苏诗中的佛典来源。所论甚详，大可参见，因此这里不再赘述。此外，苏轼又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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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银林撰写的苏轼与佛教经典系列论文：《佛教“水观”与苏轼诗》，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苏轼
诗与〈维摩经〉》，载《文学遗产》２００６年第１期；《苏轼诗与〈楞严经〉》，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佛禅事典与苏轼诗》，载《贵州社
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楞严经》的义理、譬喻、事相，以及《维摩诘经》的修行问题，认为世间的修行与出世间的修行在本质上是
没有区别的，都是达到解脱的方便法门，这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都得到了体现。又，《华严经》法界缘起
空观以平等的观念对待外境，影响了苏轼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金刚经》中的“梦幻”思想，对苏轼佛
禅题画诗中的经典意象营构起了作用。苏轼对佛禅经典的理解，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摄取与
诠释，这对苏轼的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艺术风格均产生了特定的影响。佛禅经典对苏轼安顿其遭贬
谪后的失意心灵，以及促使他通过诗作，包括佛禅题材的题画诗来抚慰精神上的创伤，确实发挥了作用。
严羽是中晚唐以来以禅喻诗的集大成者和理论完成者，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指出：“大抵禅道

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
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１１］而明代董其昌则
开以禅论画之先风，他在《容台别集》卷四《画旨》中言：“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
唐时始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
（远）夏（珪）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无论是以禅论诗还是以禅说画，都不是骤然而起，都是经过了
漫长的孕育阶段，而苏轼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他在
创作和批评两个方面都对诗画艺术禅意与禅境、审美境界的开拓做出了贡献。敏泽先生在《中国美学思
想史》中对“禅”与“悟”有专门论析，他指出：

宋代禅宗广泛流行，士大夫知识分子谈禅成风，以禅喻诗成为风靡一时的风尚。其结果是
将参禅与诗学在一种心理状态上联系了起来。参禅须悟禅境，学诗需悟诗境，正是在“悟”这一
点上，时人在禅与诗之间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１２］

诗人与禅客，或者说作诗与参禅，从表面上来看，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但是共同点在一个“悟”字
上。在这一方面，苏轼也不例外。苏轼的佛禅题画诗将自己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对佛禅之理的领悟、对
画家心境的体察、对画面的观感交相为悟，并最终融汇在一起，从而诗人之眼与画家之眼相互视看，诗人
心象与画作心象相互印证，诗境与画境相互映照，从而实现了诗境与画境双悟，而其间发挥“媒妁”作用
的则正是禅境。这个过程，对于苏轼而言，既是以禅喻诗，同时也是以禅喻画。以禅喻诗，在苏轼佛禅题
画诗中表现更多的是譬喻。苏轼佛禅题画诗的般若譬喻种，最明显的主题是人生的虚幻不实。《书〈破
琴诗〉后》：“此身何物不堪为，逆旅浮云自不知。偶见一张闲故纸，便疑身是永禅师。”［６］３４４《题杨次公
蕙》：“幻色虽非实，真香亦竟空。”［６］３３４《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二首》其一：“老去君空见画，梦中我亦
曾游。桃花纵落谁见，水到人间伏流。”［６］３５０苏轼在人生的主题之外，结合其对绘画美学思想的体悟，创
造并丰富了以禅入诗、以诗喻禅、以禅说画的各色题材。因此，苏轼在其般若譬喻的题画诗作品中，也体
现出一种苏轼特有的禅味，这种东坡禅具有两重滋味：一是世间与出世间两皆无得，才是“究竟空”；一是
勿逐昨梦，以幻为戏，正是“游戏三昧”。东坡以禅入诗、以禅说画的结果，是在佛禅题画诗中融入人生哲
思与诗人对人世深刻的省思与领悟，因而也造成苏轼诗歌颇具理趣的思辨性与议论性。我们可以说，苏
轼由此展现了个体生命禅悦与坚定的自在之境界，同时也完成了北宋诗风“超越或扬起个人悲哀”、“议
论性”、哲学性之走向，从而打开宋代理趣诗的发展，也促进了文人画的产生，并且对后世文人画哲学层
面的美学意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苏轼佛禅题画诗的禅意、禅理、禅趣

如果我们将题画诗看作对所题之画的一种诠释，那么苏轼的佛禅题画诗在诠释方面有什么样的特
点呢？这便涉及苏轼佛禅题画诗中的禅意、禅理、禅趣问题。有学者说：“在诗文家笔下，禅意又称禅理、
禅味、禅悦。它通常的意义是偏指禅家所讲的从净心戒定而获得的一种空灵静谧、与自然圆融的所谓语
境。反映在诗句上，则往往是含蓄、淡泊、隽永、韵味悠扬。”［１３］此论对于我们理解苏轼佛禅题画诗颇有
启发。苏轼的佛禅题画诗对于所题之画的诠释，往往富于佛学之理解，属于佛理领悟和禅悦机趣。在诗
中，他或以绘画为证道成佛之手段，或以绘画为幻境的创造，或以游戏三昧贯通诗与画，或以禅喻画、以
画证禅，体现出围绕这些维度或层面进行诠释性题咏的特点。苏轼佛禅题画诗中流露的禅意，蕴藏的禅
理，洋溢着的禅趣，俱因于此。苏轼佛禅题画诗禅意的呈露，不仅仅体现在对画中的诸如梅、兰、竹、菊、
枯木、怪石等意象的禅味再阐发，以及对所咏画面呈现之旷远宁静意境、平淡如烟色调、含蓄简约笔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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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情深，更主要的是苏轼能够快捷地领悟到绘画作品中的禅意空间，并且在诗歌的语言空间维度中作
进一步的延伸性展开，从而在多重感官下让读者感受到禅意弥漫。“绘画不同于文学，它只能以水墨的
浅淡与深浓、构图的俯仰与远近来传神、体道，表现时代艺术精神。这便是体现在山水画中的淡、远的禅
宗意蕴。”［１４］苏轼所题赋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山水，内容常常是“云烟缥缈”“积翠浮空”，这些物象、意象
寄托着苏轼心中对虚静、空远之山水的向往之情。诸如“眼明小阁浮烟翠，齿冷新诗嚼雪风”［６］１３１、“白鹊
楼前翠作堆，萦云岭路若为开”［６］１５２、“朱楼深处日微明，皂盖归时酒半醒”［６］１５３、“薄暮渔樵人去尽，碧溪
青蟑绕螺亭”［６］１５３、“云烟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１５］、“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
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６］３１７这些诗句，均是苏轼用清润的诗笔，将山水画中峰峦出没、云雾显晦、
淡墨轻岚之态娓娓道之，禅意富赡，诗情盎然。趣远之心，由来已久，而在宋代蔚然成风，这种审美趣味
的产生，自然是与禅宗诗学在当时文化公共空间的弥漫分不开的。“淡”意为迷漫，言“淡”则往往意味着
水晕墨章而禅境生，徐复观有曰：“萧散淡泊、闲和严静的趣远之心，此乃中国画的极谊，也是欧阳修所提
倡的古文的极谊。”［１６］对此，李泽厚曾经如此讲到：

禅宗喜欢讲大自然，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它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间永恒，经常假借
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其实，如果剔去那种附加的宗教内容，这种感受或领悟接近一种审
美愉快。审美愉快有许多层次和种类。其中有“悦志悦神”一大类。禅宗宣言的审美感受，脱
掉那些包裹着的神学衣束，也就接近于悦神类的审美体现了。……特别是在欣赏大自然风景
时，不仅感受到大自然与自己合为一体，而且似乎感到整个宇宙的某种合目的性的存在。这是
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审美感受［１７］。
“淡泊之境”“趣远之心”与禅境相互映发，“远”对应着文人士大夫“达退观”的“退”，有退隐江湖之

意，而“淡”与“远”正是归隐的心路之径；以烟云来衬托景的深远是中国绘画常用之法，中国美学中的
“远”这一范畴，更多的是指陈一种超越了具体的时空观念的心理距离，故而实为一种心之“远”。清代画
论家华琳（１７９１—１８５０）提出“推”字以说明中国画面上明晖借映、“远”之表述：“推之法得，斯远之神得
矣”，“将何以为推乎？余曰‘似离似合’四字实推之精髓”①。“远”不是以堆叠穿斫的几何学的机械式的
透视法表出，而是由“似离似合”的方法视空间如一、有机统一的生命境界［１８］２５９。这恰恰符合佛教证悟
的要求“不即不离，无缚无脱”［１９］３０。那么，华琳又是如何用“推”去注释这种“不即不离”呢？他说：“无
他，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上下四旁，明晦借映。”这也恰恰解释了绘画中烟江叠嶂之“远”意的生成机理，
以及苏轼为何用“烟翠”等缥缈的意象来诠释“远”。更进一解，我们又可以说这与老子所言的“无”很接
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
第二十一章）中国人于有限中体悟无限，又于无限中领会有限，这种意趣不是一去不复返的，而是回旋往
复的［１８］２６２。“望断水云千里，横空一抹晴岚。”［５］２６５５“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君不见武
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６］３１７这不仅仅是画家心目中的理想家园，也是苏轼在庙堂与江湖徘徊
踟蹰之际的理想家园。
在“文字禅”背景下产生的“以文字为诗”的宋诗中，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而且这种理性精

神还往往表现为一种博辩的说理艺术，这种博辩的说理艺术正是宋代士大夫义玄双修、禅教相融所获得
的最大收益［２０］。苏轼在《虔州八景图》之一说道：“却从尘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濛。山水照人迷向
背，只寻孤塔认西东。”［６］１５２在模糊不清、变化不定的烟雨之中，城中的楼台排列于天地之间，若隐若现。
那浩渺浑苍的水光山色，炫人眼目，置身在这气象阔大、朦胧迷幻的郊野，无法分辨南北东西，只好寻找
在波涛汹涌中的一座孤塔作为参照系。“却从尘外望尘中”颇值得玩味，它涉及如何进行审美观照的问
题。苏轼曾经提出审美应当“游于物外”而不要“游于物内”［４］３５１，并且在《超然台记》里面讲到审美距离
的问题：“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者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

·３５·

① 参见：《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１—３０２页。华琳指出：“胎骨既定，纵欲不高不深不平而不可得。为三
远为不易！然高者由卑而推之，深者由浅以推之，至于平则不必高，仍须于平中之卑处以推及高。平则不必深，亦须于平中之浅处以推及
深。”又，“假使以离为推，致彼此间隔，则是以形推，非以神推也”。又，“‘凡作画何处不当疏密其笔，浓淡其墨，岂独推法用之乎？’不知遇
当推之势，作者自宜别有经营。于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之中，又绘出一段斡旋神理。倒转乎缩地勾魂之术。捉摸于探幽扣寂之乡”。华琳
在这里详细用疏密之笔、浓淡之墨来解释了苏轼题画诗中的使用朦胧意象来构建“远”之用意。



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４］３５１因观察角度的不同，所以

观察结果各异。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就提出“三远法”并有言：“真山水之风雨，远望可知，而
近者玩习不能究错踪起止之势；真山水之阴暗，远望可尽，而近者拘抉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因为中国
画表现采用的是散点透视方式，所以观赏者的视线也可以、应该是流动的、多向度的，苏轼在卧游山水画
时的高低俯仰、身所盘桓的节奏变化运动与在真实山水中的游览并无二致。所以，苏轼在诗中曾云“赖

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５］５９１道出了中国诗人、画家对空间的感知、体悟和表现特点。

苏轼佛禅题画诗表现出的禅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表现在题画诗的创作态度上，具有浓郁的禅悦
倾向，苏轼的题画诗创作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随意的、戏谑的、轻松自如的闲吟、慢兴、戏作，具有缓和紧
张、消弭分裂的作用，从而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与宗教解脱相通；另一方面，苏轼对所题画作的选择往往与
画作本身的题材有关，他的选择体现出对画家、画作的艺术趣味和画艺游戏态度的认同，因此这些题画

诗便成为苏轼本人墨戏鉴赏观的流露。经历宦海的苏轼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恒安乐”［２１］，有着一种

深情的认识。苏轼被贬谪到黄州之后，“随缘自娱”“随缘委命”的思想更加显露，禅宗思想成为他生存的
一个支撑。由于外部直接压力的一时解脱，苏轼获得了一种萧散无碍的创作心境，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
最佳态势，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攀缘，只有与自然相对统一的轻盈的心灵状态，心存菩提，触目春
山。比如他的题画诗《又书王晋卿四首》之《西塞风雨》：“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仰看云天

真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２２］这首诗轻快的语调，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

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苏轼所歌赋之画是王晋卿根据张志和《渔
歌子》的词境而作，苏轼以诗叙写王晋卿画中的张志和自道其隐居江湖、寄情山水之乐，虽“无家可归”，

但在“仰看云天真箬笠”的胸次怀抱下，实则可以处处为家，浪迹江湖，以获得在青山绿水间自由自在、自

得其乐和高蹈出尘的自我满足。苏轼“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２３］，在绘画空间的表达之余

进行歌咏，继以时间的延续，在无碍的怀抱中感觉世界，正如他在《与子明元》中所说：“吾兄弟俱老矣，当
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以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间，山川、

草木、鱼虫之类，皆足矣供吾家乐事也。”苏轼在佛禅题画诗里，喜欢冠以“墨戏”“戏作”“游戏”之名①，这
自然传达出了他对所题画作之笔意和画境的一种解读，以及他与该画作、画家之间所形成的审美主客体
关系。苏轼把“墨戏”作为书画的功用，也为后人所认同。潘天寿在《佛教与中国绘画》一文中曾就宋代
禅宗与绘画的关系做过这样的阐述：“五代及宋，都属于禅宗的炽盛时期……盛行文人禅僧所共同合适
的一种墨戏，如僧人萝窗静宝等的山水、树、石、人物，都随笔点染，意思简当，表现不费装饰的画风，又僧

人子温的蒲桃，圆悟的竹石，慧丹的小丛竹，都有名与墨戏画中。”［２４］正因为佛教经典对苏轼有着深厚的

涵濡，使苏轼在佛禅题画诗中对这些画作的禅意、禅理、禅趣心有灵犀，而苏轼在题画诗中所作的进一步
的意义阐发和意象营构，以及对于“墨戏”的推崇，无疑促进了文人画审美意识的自觉与成长。陈师曾在
《文人画之价值》中说：“殊不知画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所贵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而文人又其个性优美、感想高尚者也；其平日之所修养
品格，迥出于庸众智商，故其于艺术也，所发表抒写者，自能引人入胜，悠然起淡远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

尘垢之念。”［２５］传统文人画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趣文人之趣、感文人之感、思文人之思，释道文化的浇溉对

文人画艺术精神的生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苏轼则是文人画艺术精神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环节，他的佛学素养和追求禅悦的人生精神影响了他的绘画鉴赏观，其对绘画的鉴赏观在其佛禅题画诗
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淬炼和升华，故而苏轼佛禅题画诗于中国传统文人画审美意识自觉与话语体系的
生产，可谓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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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在《书试院中诗》的引之中交代了题画诗《试院观伯时画马绝句》的写作心态：“予又戏作绝
句：‘竹头抢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忽看高马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伯时笑曰：‘有顿尘马欲入笔。’疾取纸来写之后。三月六日
所作皆是也。眉山苏轼书。”以上参见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４９页。又如：《戏书吴江三贤
画像三首》，《续丽人行》引中题：“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戏咏子舟画两竹两戳鸜鹆》。同时，他在《次韵水官
诗》《题文与可墨竹》中也表露过自己对丹青的态度———“丹青偶为戏”“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以上诗文分别参见苏轼撰，（清）王文
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６４页、第８１１页、第１５９０页、第２７２３页、第８６页、第１４３９页。



三、苏轼佛禅题画诗的美学意蕴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佛教的融合出现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与玄学融合；第二次高峰，
就是在宋代。从晚唐到北宋，文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从初盛唐时的外向型转向内省型，从开放到内敛、
从狂放到细腻，这是唐宋之际中华文化风格和文人精神的重要转折。禅宗那种一切皆空的世界观、自然
适意的人生哲学、清净超俗的生活情趣，与宋代士大夫那种内省、封闭、细腻的心理性格一拍即合，禅宗
风靡天下，士大夫禅宗化，禅宗士大夫化，进而儒、禅、道合流，这一点在传统文人画艺术精神方面体现得
尤其鲜明而突出。苏轼在《祭龙井辩才文》中如此讲道：“孔老异门，如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
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相同。”［４］１９６１苏轼的哲学和文艺思想中，儒释道三家融汇掺杂，根据他
的处境和作文时的语境而择其可用者为用，随其所用而灵活为变，但无论如何，佛禅思想始终是他诗歌
与绘画观念的一个重要资源。这里，仅就苏轼题画诗和他的这个文艺观中的几个与佛禅思想摄入有密
切关系的理论范畴作一些分析。

（一）虚静观
苏轼说：“虚而一，直而正，万物之生芸芸，此独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静’。”［６］１４４苏轼诗学和绘画

观中的“虚静”观，我们可以从他关于画竹的美学观入手进行分析。苏轼认为，“成竹在胸”的审美意象之
形成，首先要求画家有虚静的审美心态，并且产生“身与竹化”的审美体验。苏轼的“虚静”论的生成，有
佛禅精神的参与。佛家有“虚心玄鉴”“独觉冥冥”［２６］１４７云者，强调以虚静之心观照诸法实相。苏轼吸收
了佛家的虚静观，使其与道家的“虚静”观相互糅合，并且加以一定的改造，形成了他绘事造艺方面的“空
静”说，主张创作时要内心保持空明澄澈状态，以有助于展开自由想象的翅膀。苏轼的“空静”说并非如
释子那样四大皆空、万念俱灰，也并非主张在诗歌、绘画中表现纯粹的“空静”理念。苏轼说：“欲令诗语
秒，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６］１７７这说明作诗时应有一种空与静的心境，这是构成审美
意象的前提条件，因为处于静的境界可以掌握各种动态，处于空的境界可以容纳万般景象。这来源于佛
家的心量说。禅宗提倡心量扩大，犹如虚空。因为在佛家看来，虚空无始无边，可包容万物，人心虚空，
就可想象古今四方的事物。苏轼并不认为现实世界全部是虚空，这是他不同于佛家处。但是他吸收了
佛家虚空的观点，经以改造来说明艺术创作中的最佳审美心态状况，重点强调的是以“空静”所代表的这
种澄明豁达的心境去构思，去想象，有助于成就艺事。此外，禅宗的虚无思想也对苏轼产生了影响，甚至
更为明显一些。苏轼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５］２６４１我们且不管
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是不是苏轼的主动追求，但却真切地影响了他的诗文美学见解，涵盖了他关于
诗歌、绘画、书法理论见解在内的美学思想之全部。
苏轼的虚静观，借鉴了南北朝时期著名佛理学僧僧肇（３８５—４１４）的般若空静观。僧肇在《不真空

论》中有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主张“即万物之自虚”，强调“即动而求静”，认为“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可以
神会，难以实求”。意思是说，这世界看来像运动，实际上是静止；看来像消逝，实际在停留。因此，只能
从精神上去体会“若动而静”的佛教真理。他认为，认识世界本体的“空”，不依靠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而要靠“照”（直观），只有“般若”是能洞察真谛的特殊智慧，所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
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２６］１４７。意思是说，只有“圣智”能隐藏智慧与
聪明，能用虚静的心进行深远的直观，闭目塞听才能悟到真谛。他又说：“是以般若可虚而照，真谛可亡
而知，……斯则不知而自知。”［２７］７６意思是说，般若虽虚静，但能洞察；真谛虽无相，却可鉴知。这种特殊
的认识，与苏轼所说的“空且静”自然有所不同，但是在用虚静止性进行直观以悟得真谛这一点上，彼此
又有相通之处。佛家认为“人怀爱欲不见道”［２８］，意思也是强调要排除心中尘念杂思，达到胸怀豁朗高
洁，才能见道。苏轼《送参寥师》一开头就说：“上人学空苦，百念已灰冷，剑头唯一吷，焦谷无新颖。”中间
又说：“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意思是说，高闲上
人苦修苦行，寻求超乎色相意思的空境，各种欲望杂念都灰冷消退，思想上绝无波澜，生命似乎已经枯
萎。诗的最后说：“阅世走人间，卧身观云岭。”说的是身在人间观察世象，横卧山岭体察身世，所呈现的
就不完全是佛家的空静观了，并不认为世界一切皆是空。这正说明苏轼吸收了佛家的空静观，经过改造
运用于诗歌创作中，认为在面对现实进行感受、想象、构思活动时，要有空静的审美心胸，只有处于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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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才能了然掌握各种动态；只有处于空的境界，才能容纳万般景象。这就发展了佛家的空静观，并且
将之成功地运用到艺术理论批评上来。

（二）物化观
禅宗主张个人的内心与佛界和一，人与万物合一。《涅槃无名论》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

体，”［２７］２０９而且这种“同根”与“一体”，要如同河水流入海水那样，达到“内外不迹”的状态。苏轼在援禅
入诗时对禅宗的世界观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将“物化”引入艺术创作领域，针对创作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
关系立说，提出自己的创作主张。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中言：“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
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５］１５２２这是一则苏
轼关于“身与竹化”非常有名的论证。此外，苏轼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如“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
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６］６００，以及“物之相物，我尔一也”［６］２４０等等，不一而足。艺术家在观照
艺术对象时，如果能彻底摆脱外界的干扰，达到“见竹不见人”这种“无意”的空灵状态，进而达到“嗒然遗
其身”的“无我”状态，从“无意”“无我”再进一步，便是达到了“身与万物交”的“物我合一”的状态。艺术
家精神高度集中于艺术对象时，实际上就是超越了物我之间的界限，把自己幻化成所要表现的物象本
身，仿佛“我”的思想、情感、性格即为物所有之思想、情感、性格；而“物”也仿佛成了“我”的化身，“物”与
“我”合而为一了。这正是画家从以“我”观物变为以物观物的一个过程，是创作主体将自己完全融入表
现对象之中，其情形正如演员完全融入了自己所饰角色那样。
苏轼的基于释道思想的物化美学观，首先深刻而细致地描述了文艺创作的审美活动心理过程，其次

揭示了艺事活动过程中直觉的重要性。苏轼的物化美学观，不仅阐发了文艺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与
规律，同样也有强调自然天成艺术风格的意旨。无论是画家还是诗人，都是在创作中表现物化了的自
己，故而得心应手、浑然天成。这也是苏轼的诗文书画创作呈现出“风行水上涣”而自然天成艺术风格的
主要原因。

（三）无住观
禅宗反对固定停滞，主张变化流通、“无念”“无住”“无相”。《金刚经·妙行无住分第四》云：“菩萨于

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应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
不可思量。”［２９］２７《如理实见分第五》云：“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２９］３０我们平时
看到的一切物的形相，实际都不是它们真正的形相，事物真正的形相（实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一
切都不值得执着，这就叫“无住”。《坛经》中也有云：“无念为宗，无相为体，住为本。何名无相？无相者，
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念念不住，即无缚也。”［３０］３１所谓
“无念”，不是没有念头，而是有念头，但是又不为此念头所束缚。所以，虽然时刻有念头，实际上并没有
念头。所谓“无相”“无住”也是一样，都肯定人有“相”“住”的本性，但又强调“离相”“无住”。这里的“相”
指的是世间万物的相状。人生在世，必定要与世间之物发生关系，如果不为这些世间之物所束缚，能够
进退自如、无拘无束，便对修行有所助益，此正所谓“心体无滞，即是般若”［３０］９１是也。
禅宗“无住”观对苏轼浸渗有加，并且影响了他的艺术观念，他吸收禅宗“无住”观的相关认识，将之

运用到文学和绘画创作及理论批评之中，拓展了他的思想视野，丰富了他的艺术思想，使他的美学观念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苏轼认为诗歌、绘画离不开描写现实生活和刻写外界事物，而现实生活是变化的，
外界事物也是变动不居的，所以应该写出事物的生机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事物活泼自然的生命
力。苏轼的题画作《惠崇春江晓景》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
欲上时。”该诗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画面的再现，而是更注重于画外之音的传达，河豚也许是看不见的，苏
轼正是用“无住”的眼光、灵动的诗笔，写出“河豚欲上”，极其富于变化，将惠崇画笔下生机勃勃、春意盎
然的春景画面进行了无限的空间延伸，增添了画外的“象外之象”和“味外之味”。对于这种禅宗无住观
理解及其对诗学的影响渗透，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通过“活参”与“死参”的角度进行了诠释，钱锺书
引《钝吟杂录》文中语：“禅家死句活句与诗法并不相涉。禅家当机煞活，若刻舟求剑，死在句下，便是
死。”钱锺书先生还回应了后世学者对苏轼题画诗中往往出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冲突的问题：“譬如读
‘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句而曰‘鹅岂不先知’，便是死在句下。”［３１］２４２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禅句无所谓死
活，在学人之善参与否［３１］２４６。此外，苏轼对“无住”观的理解，还直接影响到他的绘画鉴赏与品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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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绘堂记》里提出了“不留意于物”的观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
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６］１２９“寓意”而不“留
意”，作为一种态度，可以作两方面解，既是苏轼的一种人生态度，同时也是他的一种审美观照态度，这两
个方面又是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的。而在面对一幅绘画作品进行品评和题咏时，苏轼在所作之题画诗里
也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以为，苏轼在他题画诗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欣赏品评态度，在思维
方式上与禅宗主张的“于诸境上心不染”的“无住”观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

（四）空幻观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苏轼对生命的叹咏。苏轼在他的佛禅题画诗创作中，多次流露出

这种人生态度，如“寓世身如梦，安闲日似年”［５］４５９、“吴生画佛本神授，梦中化作飞空仙”［５］８２９、“三年归来
真一梦，桥山松桧凄风霜”［５］７７０、“十年江海寄浮沉，梦绕江南黄苇林”［５］１５２４、“人间何有春一梦，此身将老
蚕三眠”［５］１６０９、“老去君空见画，梦中我亦曾游”［５］１７７２、“望断水云千里，横空一抹晴岚”、“江上愁心千叠
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等等。笔者统计，“梦”在苏轼１６０首题画
诗［３２］１０７中出现了１６次，“空”出现了４１次，“幻”虽然只出现了两次，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对画作中“空幻”
世界的垂爱，也不遮蔽他对人生如梦的感悟。苏轼在题画诗中呈露出的“不即不离”“无缚无脱”的人生
观，显然是受到大乘佛教中“空”的影响。《心经》如此说“空”：“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
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分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
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碍。”［２９］１３０告知人们要通过对“空”的圆觉体知，来除五蕴、扫外相、破心执。
《金刚经》如此说“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２９］１１２主张“应无所住而生
其心”。《圆觉经》如此说“空”：“诸佛世界，犹如空华”，“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如昨梦故，当
知生死及与涅槃，无起无灭，无来无去”［１９］３０－３１。般若经的核心思想就是“空”，但佛教所说的“空”，非一
无所有之“空”，亦即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缘”，即一切都会随着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条件具备了，就产生了（缘起）；条件不复存在了，它就消亡了（缘灭）。因此，世间的一切事
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念念不住的过程，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无自性的“空”。当然，苏轼并
非简单地将自己的诗作为佛教空幻观的传声筒，而是通过高超的意象营构而又似信手拈来的情景交融
诗句，以象喻的艺术手法表现之，所以“空幻”的禅理、禅意和禅趣在苏轼的这些题画诗中，便如“镜花水
月”“羚羊挂角”般妙合无垠地溶解在诗中，只可细细品之，而不可形迹求之，这既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当
然也是禅学介入诗学之后给诗画艺术带来的美学“红利”吧。
题画诗在宋代蔚为大观，与当时的文化精神、时代氛围、士人生活，以及诗歌、绘画创艺活动的异常

活跃密不可分，而佛禅题画诗在其时的题画诗创作中更是一股非常活跃的力量，这自然得益于禅宗在当
时的广泛传播，以及对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介入。从中晚唐开始而到宋代达到盛开灿放
景致的禅宗美学，成就了宋诗、宋画的艺术品格，而题画诗以其可以绾合诗与画之特点，可以说在这方面
对于宋代禅宗美学的发展贡献良多。苏轼的题画诗很“宋诗”、很“苏轼”，苏轼题画诗所营造出的意义世
界和美学精神，在禅理、禅意、禅趣方面对北宋诗学、画学增添了无尽的魅力，影响和推动了后世的题画
诗、文人画创作和批评中禅宗美学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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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石峻．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２７］僧肇，著．张春波，校释．肇论校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２８］蕅益智旭，撰．释明学，主编．佛说四十二章经解［Ｍ］．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４：９３．
［２９］赖永海，主编．金刚经·心经［Ｍ］．陈秋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３０］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３１］钱钟书．谈艺录［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３２］张毅．宋元文艺思想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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